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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罗浩轩，郭栋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背景下，粮食产销区域间分工不断强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运用 GDP 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分析该结构对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食

物生产的互补性以及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导致的区域间粮食安全责任不平衡、粮

食主产区发展受限、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受影响以及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提出要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

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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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core-periphery” spatial structure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LUO Haoxuan，GUO Dong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obvious “core-periphery” spatial structur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grain sales regions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By using GDP method, the “core-periphery” spatial structure on China’s economic map has been investigated 

and the impact on the inter-regional grain planting acreage, grain output, complementarity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stability of food security has been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imbalanced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the 

limi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 affected food security of the main grain sales regions, and the 

abandonment of arable land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have been probed. To better ensure food 

security,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grain regional benefi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bottom line for food 

self-sufficiency should be set, and the system of provincial governors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in the main grain 

sales regions and grain balance regions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g food viewpoint. 

Keywords: “core-periphery” spatial structure; food security; big food concep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grain 

regional benefit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特征，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当今世界经济版图。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聚集效应驱使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使我国城乡

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以东部沿海省份为核

心，以中西部地区为边缘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核心区域基本

上与粮食主销区相重合且大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区。

核心区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导向下，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现象突出——大量良田变为建设用

地，许多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向种植经济作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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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少。粮食产销平衡区

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许多省份粮食播种面积持续

下降，逐渐偏离粮食基本自足的定位。绝大多数粮

食主产区处于边缘区域，它们有力保障着粮食市场

的供应，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关键作用。总

的来说，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的背景

下，核心区域的粮食安全保障作用日渐减弱，粮食

主产区承担起了更多维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粮食产销分工有

助于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核心区域具有发达的

农业基础设施、技术和市场条件，适宜发展高附加

值农业，而边缘区域的土地禀赋和气候条件则更适

合粮食生产。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平衡的农业发展

会导致粮食局部供应不平衡，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

全的整体稳定。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外部影响下，如何协调好粮食产销区域间的利益补

偿，进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亟待深入探讨

的主题。 

已有研究认为，维护粮食产销区域的利益平衡

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1]。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主产区普遍陷入“粮食大

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的怪圈[2]，粮食主销区

则在推动其二三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粮食自给率

持续下降，产销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日益拉

大[3]。随着产销区域间分工的不断强化，这种差距

将变得更加明显[4]，进而引发主产区现代化进程受

阻[5]、农户种粮积极性受损[6]、主销区粮食安全受

制[7]等一系列问题。 

事实上，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保障我国

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8]。一些研究从农业弱质性[9]、

土地发展权[10]、机会成本[11]、公共产品[12]等多个视角

探讨了利益补偿的合理性。然而，学者们研究发现

当前利益补偿机制存在横向产粮利益补偿缺位[13]、

粮食补贴制度不透明[14]、有关市场化补偿的制度安

排有待改革[15]等不足之处。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不

仅在政策制定上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16]、深化分税

制改革[17]等，而且在机制方面应建立约束性机制遏

制主销区和平衡区土地“非农化”的趋势[18,19]，同

时可考虑从农业生态补偿[20]等方面采取措施。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对粮食区域利益补偿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对“核心-边缘”

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布局产生的重

大影响重视不足，特别是从大食物观视角进行研究

较少。根据陆铭等的研究[21]，“核心-边缘”空间

结构在未来还将持续深化。为此，本研究拟考察“核

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区域间粮食生产和粮食安

全的影响及其导致的问题，并从大食物观视角对我

国现有的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提出优化建议。 

二、我国经济版图上的“核心-边缘”空

间结构 

要将“核心-边缘”模型运用于对粮食区域利益

问题的分析，首先应厘定我国经济版图的“核心-

边缘”空间结构，即通过分析我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识别出经济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通常，经济核心

区域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和较好

的基础设施，而边缘区域则相对落后。学术界往往

基于 GDP 方法、产业结构方法、城市化方法和交

通与通信法来界定一个经济体的“核心-边缘”空间

结构。其中，基于 GDP 方法的研究比较常见，该

方法根据不同地区对经济体整体 GDP 的贡献来定

义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本研究选取了 GDP 方法，

通过考察 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 4

个年份全国 31 个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来界定我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结构（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基本形成了由北京、上海、

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 7 个省（市）组

成的核心区域，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年份均

高于其他省份。1999 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

为 7158 元，而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

广东、福建分别为 22 054 元、27 293 元、14 985 元、

12 229 元、10 695 元、11 463 元、10 323 元；到了

2019 年则分别为 161 776 元、153 299 元、101 557

元、98 770 元、116 650 元、86 956 元、102 722 元，

最低的广东也比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多出

22.65%。 

这 7 个省（市）大多位于沿海地区，其中的大

部分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

位。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过去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

了出口导向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省（市）的区

位优势。具体而言，这些省（市）借助便利的交通

网络和发达的港口条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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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交流和合作的窗口，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外

贸业方面建立起了优势。同时，这些省（市）的高

校、研究机构和人才聚集，本身积累了丰富的人力

资源，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人才交流平台。在

这样的背景下，经济集聚效应更加突显，又“极化”

了本地经济发展和要素集聚。因此，可以认为，我

国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即以东

部沿海地区为核心区域，其他地区为边缘区域。 
 

    
（a）2004 年                                                       （b）2009 年 

    
（c）2014 年                                                       （d）2019 年 

图 1 我国经济版图上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三、“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

安全影响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对我国粮食安全

产生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样的。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关

于“核心-边缘”结构模型的机理刻画和特征描述，

可以推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分化将对粮食播

种面积产生直接影响，进而造成不同区域的粮食产

量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使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在粮

食产业上出现互补性分工，即核心区域逐渐成为粮

食的销售地，而边缘区域则会承担更多的粮食生产

功能；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互补性分工会导致区域

间农业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整

体稳定性。 

（一）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核心要素，其实际种植粮

食的面积对粮食产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

明，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播种

面积变化往往反映了不同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的变化情况[22]。“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演化与

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动有着直接联系。表 1 展

示了 1999—2019 年我国核心区域、粮食主产区、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播种面积变动。从表 1 可

以看到，核心区域与粮食主销区基本重合。除了江

苏为粮食主产区外，核心区域其他省（市）均为粮

食主销区。这些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在 20 年间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包括江苏省。其中，浙江

下降了 2 661.71 万亩，福建下降了 1 780.64 万亩，

广东下降了 1 671.08 万亩。从粮食播种面积变动幅

度来看，核心区域下降幅度都位居前列。北京下降

幅度达到 88.54%，上海下降幅度为 64.96%，福建

则为 59.07%。在核心区域粮食播种面积大幅萎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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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粮食主产区肩负起了重任。地处东北和西北

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和辽宁，华中地区的河南

以及华东地区的安徽的粮食播种面积快速增长，其

中黑龙江增长达到 9 358.50万亩，是名副其实的“大

粮仓”。但是，一些粮食主产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

意。四川粮食播种面积下降达到 1 526.55 万亩，河

北也下降了 1 150.20 万亩。11 个粮食产销平衡区的

表现值得警惕，除了新疆大幅增长 996.92 万亩和云

南小幅增长 185.70 万亩外，其他区域均有下降。其

中，广西、重庆、山西都下降超过 1 000 万亩以上。 

表 1 1999—2019 年我国核心区域、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播种面积变动 

省（区、市） 核心区域 粮食主产区 粮食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 
粮食播种面积 

变化量(万亩) 

粮食播种面积 

变动幅度/% 

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业播

种面积比例变动幅度/% 

北京 ●  ●  –544.50 –88.54 –34.46 

天津 ●  ●  –137.55 –21.28 8.00 

河北  ●   –1 150.20 –10.60 –0.46 

山西    ● –169.20 –3.48 8.75 

内蒙古  ●   2 815.50 37.91 –5.67 

辽宁  ●   650.10 14.19 –1.36 

吉林  ●   3 197.30 60.67 6.75 

黑龙江  ●   9 358.50 77.03 11.01 

上海 ●  ●  –326.40 –64.96 –26.85 

江苏 ● ●   –670.53 –7.67 –0.46 

浙江 ●  ●  –2 661.71 –64.48 –30.73 

安徽  ●   2 028.00 22.78 19.99 

福建 ●  ●  –1 780.64 –59.07 –27.60 

江西  ●   175.35 3.29 9.84 

山东  ●   320.72 2.64 5.49 

河南  ●   2 553.36 18.85 2.52 

湖北  ●   –96.77 –1.38 –1.72 

湖南  ●   –778.20 –10.10 –11.16 

广东 ●  ●  –1 671.08 –34.02 –20.31 

广西    ● –1 467.00 –26.26 –22.56 

海南   ●  –442.58 –51.97 –35.61 

重庆    ● –1 294.30 –30.15 –25.00 

四川  ●   –1 526.55 –13.95 –13.73 

贵州    ● –639.89 –13.60 –27.30 

云南    ● 185.70 3.06 –18.54 

西藏    ● –24.05 –7.98 –21.51 

陕西    ● –1 542.12 –25.53 –14.82 

甘肃    ● –494.84 –11.33 –11.85 

青海    ● –96.95 –18.74 –16.18 

宁夏    ● –238.50 –19.02 –27.58 

新疆    ● 996.92 43.18 –21.5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 
 

（二）对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头等大事，明确提出要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落

实到地域空间来看，并非所有的区域都能起到粮食

安全的“根基”作用。 

粮食播种面积在区域间的变动直接影响了粮

食产量（图 2）。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

显的背景下，除了属于粮食主产区的江苏外，可以

预见核心区域粮食产量将不断下降。而边缘区域，

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因具有广阔的耕地和

较低的人口密度而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粮食种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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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国家粮食供应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事实也正是如此（图 2），核心区域粮食产量

在观察期内呈现萎缩态势，从 1999 年的 8 413.83

万吨下降到 2003 年的 5 740.26 万吨，接着于 2004

年恢复到 6 000 万吨以上。但自此以后，核心区域

粮食产量在 6 000 万～6 400 万吨。而这一时期，我

国总人口从 1999 年的 12.58 亿上升到 2019 年的

14.10 亿，人口增加了 1.52 亿。用于满足更多人口

需要的粮食生产责任则由边缘区域承担。1999— 

2019 年，边缘区域粮食产量从 42 590.38 万吨上升

到 60 000 万吨。这使得核心区域粮食产量占比不断

下滑，从 1999年的 16.50%下滑到 2019年的 9.60%。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农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核心区域逐渐转向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如特色

农产品、优质农产品和高端农产品[23]。 
 

 
左纵轴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粮食产量；右纵轴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 

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 

图 2 1999—2019 年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 

粮食产量及其比重变化 
 

（三）对区域食物生产互补性的影响 

2022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

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

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

则首次将“树立大食物观”纳入“抓紧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章节。 

大食物观是指将食物生产、供应和消费看作一

个整体，强调人们不仅要向主粮要食物也要向其他

农产品要食物，承认了不同地区在食物生产分工上

的合理性。在大食物观下，不同区域的农产品可以

形成互补的关系[24]。事实上，不同地区农业要素禀

赋结构的空间演化往往促进区域食物生产的互补

性。某些地区可能适宜种植某种特定的粮食作物，

而另一些地区则选择种植其他农作物。这种互补性

使得各地区能够在粮食生产上形成协同效应，不同

地区可以通过农产品的流通和贸易进行合作，提高

整体的粮食供应能力和食物安全水平[25]。 

在农作物种植结构上，核心区域往往更加注重

商业化农作物的种植，如水果、蔬菜、花卉等。这

些农作物在市场上有较高的需求和价值，可以带来

较高的经济效益。而边缘区域则更多以传统的粮食

作物种植为主，如小麦、玉米、稻米等。这种农作

物种植结构的互补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食物需求，

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 年，除了天津、

江苏外，核心区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该区域（区）

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均在 50%左右。而边缘区域

（主产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均没有超过

50%。处于边缘区域（平衡区）的除了海南这个主

销区外，则只有新疆、广西和贵州超过 50%。总的

来看，整个核心区域、边缘区域（平衡区）和边缘

区域（主产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的平均值分

别为 42.60%、40.26%和 24.37%，呈现依次递减状

态，体现了国家尺度上的农业分工。 

良好的农产品流通和贸易条件是区域食物生产

互补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核心区

域已经具有了较为完善的物流和市场网络，便于农

产品的流通和贸易。边缘区域的粮食及农副产品等

可以通过贸易进入核心区域的市场，扩大销售渠道

和消费范围，以满足消费者对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

中国公路学会主编的《中国交通运输 2021》选取了

“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五大类共 16

个指标，对全国各省（区、市）的交通现代化指数

进行了评价。在 31 个省（区、市）排名中，除了

北京排在第 11 位以外，核心区域其他省（区、市）

位列 1~6 位，依次为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福

建和天津。这一结果体现了核心区域强大的交通运

输条件，也意味着快速的物流和便捷的市场网络。 

大食物观视角有助于理解“核心-边缘”空间结

构对优化粮食资源的配置、提高粮食供应的效率和

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形成互补

关系，实现了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协调。

核心区域发挥其优势，主要发展特色农副产品和商

业化农业，以提供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供应；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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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则发挥其优势，以粮食作物为主，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并为核心区域供应粮食。这种区域食物互

补性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提高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和多

样性，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四）对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 

尽管大食物观下可以从整体性视角对粮食安

全进行审视，但由“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引发的区

域粮食生产不平衡问题仍然值得重视。核心区域的

粮食产量持续下降，无疑会导致其粮食自给率持续

走低。加上该区域多属于东部沿海地区，粮食供给

可能会形成对海外进口的依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 年除了江苏这个

粮食主产区外，其他核心区域省（市）粮食自给率

均在 30%以下，其中北京最低，仅为 2.76%。全国

粮食自给率为 97.46%，边缘区域大部分省（区、市）

都远高于这一数值。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的粮食

自给率更是高达 412.26%、297.01%和 296.38%，充

分凸显了其全国“大粮仓”的功能。同时，根据海

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广东、北京、福建、浙江、

上海等省（市）大米进口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占全

国进口总量的七成。 

总的来说，核心区域极低的粮食自给率，意味

着当地过于依赖进口或其他地区的粮食供应。这可

能会使国家的粮食供应链过于脆弱，一旦供应链中

断或价格波动，就会对国家的粮食供应安全产生风

险[26]。这种依赖性增强了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

需要采取措施确保粮食供应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而在边缘区域，由于经济收益相对较低，当地农户

种粮积极性并不高，这可能会威胁到粮食安全。 

四、“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背景下我国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问题 

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协调发展对于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核心

-边缘”空间结构使得粮食产销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

距拉大。而粮食主产区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

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粮食生产，在经济发展方面不

得不作出牺牲[27]；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一

些耕地撂荒抛荒，对粮食的需求却增长迅猛，往往

需要从其他地区调入粮食。这就凸显了一些矛盾和

问题。 

（一）粮食主销区与主产区肩负的粮食安全责

任不平衡 

由于边缘区域还包含了 11 个产销平衡区，为

了更准确地分析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的粮食安全

责任不平衡，我们在图 2 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粮

食主销区（核心区域的粮食产量减去江苏粮食产量

加上海粮食产量）和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变化（图 3，

左纵轴为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右纵轴

显示了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

重）。从图 3 可以看到，粮食主销区的粮食产量从

1999 年的 5 071.8 万吨迅速下降到 2002 年的 4 000

万吨以下，为 3 745.92 万吨。随后，产量进一步下

滑，到了 2013 年，已经不足 3 000 万吨。2019 年，

粮食主销区的粮食产量仅为2 819.8万吨。与此同时，

1999—2019 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从 36 634.16

万吨上升到 52 370.93 万吨。这一时期，粮食主销

区粮食产量占比从 1999 年的 9.94%萎缩到 2019 年

的 4.25%，而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比从 71.83%

上升到 78.89%。可以说，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 3 1999—2019 年粮食主销区与粮食主产区 

粮食产量及其比重变化 
 

（二）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受到较大限制 

粮食主产区存在“抓粮吃亏”和“谷贱伤农”

等问题。由于粮食与其他农作物巨大的收益差距，

粮食主产区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对农民增收和

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很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各类农作物综合收益比较指数

发现，如果粮食收益指数为 1，那么包括西红柿、

黄瓜、茄子、圆白菜、菜椒、大白菜、马铃薯在内

的 7 种蔬菜的综合收益比较指数是 39.2，而苹果是

26.85[28]。与此同时，由于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常常会有“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受到了较大限制。由于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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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区的功能被定位为发展农业，其工业和服务业

的发展相对落后，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粮食主产

区因超额负担粮食生产的义务而致使其丧失了将

部分土地用于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造成大量潜在

利益的流失；而粮食主销区将原本应该用于粮食生

产的耕地用于其他产业的发展而获得了高额的收

益，且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9]。同时，农民的文

化程度限制使农民不能迅速掌握并分析市场信息，

使其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较强的盲目性[30]。这种盲目

性导致主产区的产销不对路，进一步加剧了增产不

增收的情况。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合作组织，农

民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得不到保

障，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这使得主产区和主销区

无法在微观层面上实现协调。图 4 是 1999—2019

年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三次产业比重对比。从图 4

（a）可以看到，1999 年以来，粮食主销区一二产

业占比都呈下降态势，第三产业占比迅速提高。

1999—2019年，粮食主销区产业结构从 9.7∶46.2∶

44.1 转变为 3.4∶36.8∶58.8，顺利实现转型。图 4

（b）显示，粮食主产区三次产业占比结构要落后

于主销区，从 1999 年的 19.3∶45.0∶35.70 变化为

2019 年的 8.3∶40∶56∶51.13。对比粮食主销区与

主产区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到，粮食主销区的第一产

业占比要低于主产区 5～10 个百分点。粮食主销区

从 2006 年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转型（第二产业比重达

到峰值），且转型速度快；而主产区从 2008 年开始

向工业化后期转型，转型速度落后于主销区。 

 

 
（a）粮食主销区                                     （b）粮食主产区 

图 4 1999—2019 年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三次产业比重对比 
 

（三）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安全受到影响 

从经济版图来看，除了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

外，其他核心区域省（市）均处于南方地区。因此，

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过程中，北方地区大

部分逐渐成为“杜能圈”的外层圈域，呈现“北粮

南运”的格局。其中，东北地区成为粳稻、玉米和

大豆主产区，黄淮海地区成为小麦主要供应基地，

而广东、浙江、福建等主销区粮食自给率普遍偏低，

粮食区域供应不平衡现象凸显[31]。 

1999—2019 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比均

在 70%以上，且还在不断上升。从具体数据来看，

2019 年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内蒙古、河北、

辽宁等北方7个主产区生产了全国50%以上的粮食，

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生产了全国 25%以上的粮食。 

粮食“北粮南运”的格局显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即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地处边缘区域

的粮食主产区向地处核心区域的粮食主销区运输

成本高。与此同时，粮食产销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

滞后和失真，粮食的产销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粮食主

销区与主产区的矛盾[32]。在某些时候粮食主销区的

粮食库存大幅减少，有些地区甚至库存已经售空，

而粮食主产区仍然面临库存压力。进一步的问题

是，粮食主销区处于沿海地带，海运成本低，反而

价格更为低廉的国际粮食更容易抵达。在市场条件

下，粮食进口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大豆、玉米等中

国缺少比较优势的大田作物更是如此，导致了粮价

国际国内“倒挂”的情况[33]。 

当前，粮食主销区十分依赖外部市场（粮食主

产区以及国际市场），粮食安全易受威胁。为此，

本文计算了 1999—2019 年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人

均粮食产量占有量及比值。图 5 的左纵轴为粮食主

销区和主产区的人均粮食产量占有量，右纵轴显示

了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结果

显示，1999 年粮食主销区人均粮食产量占有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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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2 千克/人，随后迅速下降，到了 2001 年下降

到 200 千克/人以下。随后，这一数据进一步下滑，

到了 2015 年下降到 100 千克/人以下的水平， 2019

年为 93.83 千克/人。与此同时，粮食主产区人均粮

食产量占有量显著上升，从 1999 年的 478.45 千克/

人上升到 2019 年的 655.91 千克/人。从粮食主销区

和主产区的人均粮食产量占有量的比值来看，这一

比值从 1999 年的 54.35%下降到了 2019 年的

14.31%。 
 

 
图 5 1999—2019 年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 

人均粮食产量占有量及比值 
 

（四）南方的粮食主产区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 

粮食主产区抛荒撂荒的现象相对比较严重。除

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部分省份外，许多粮食主产区

省份的地形地貌复杂，土地利用条件相对较差，耕

作成本较高[34]。这意味着农民在种植粮食作物时

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和资源，而相对收益可能不足

以覆盖成本。因此，一些土地利用条件差的地区的

农民可能选择抛荒撂荒。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城

市化使农业和非农业收入的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

逐渐向区域中心城市和核心区域转移，寻求更好的

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这导致一些农村地区缺乏

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进一步加剧了抛荒撂

荒的现象。相对于种粮，一些经济作物可能具有更

高的收益和市场需求，例如瓜果、蔬菜等。但经济

作物可能需要较好的运输和储藏条件，而一些土地

利用条件较差的地区可能无法提供这样的条件，因

此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抛荒撂荒。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集聚效应强

化，边缘区域出现农地撂荒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欧盟作为一个各类要素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

经济体，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空间结

构[35]。2001 年到 2012 年间，东欧、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南部和欧洲山区有 760 万公顷农田被废弃[36]。

一些研究也发现，2000 年以来，重庆、宁夏、湖北、

江西等省（区、市）的耕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37]。

耕地撂荒主要集中在山地丘陵地区，分布在 21 个

省份，这些省份大部分位于粮食主产区。李升发等
[38]基于全国山区抽样调查结果对山区耕地撂荒程

度及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 235

个调查村庄中，78.3%的村庄出现耕地撂荒现象；

基于县样本统计的 2014—2015 年全国山区县耕地

撂荒率为 14.32%；山区耕地撂荒率在省级尺度上呈

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其中，长江流域一带的

山区耕地撂荒率最高，东北的长白山区最低。撂荒

率在 20%以上的省份，除了浙江以外均属于本研究

所界定的边缘区域，其中以南方省份最为严重。而

撂荒率在 20%以上的属于粮食主产区的省份有安

徽、江西、湖南和四川。与之相对应，北方主产区

撂荒率都在 10%以下。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空间结构演化凸

显了粮食主销区与主产区的问题，但确保粮食安全

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必须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也

不能否定个别地区通过与主产区交换或进行国际

贸易来获取粮食的可能性。充分引导和强化市场对

粮食供需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这需要深入了解粮

食的特性以及粮食供求形势，从大食物观视角思考

粮食安全的问题。其关键点在于，要正确对待粮食

主销区和主产区的关系，向粮食主产区提供更多的

支持以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同时加强产销区之间

的食物生产互补性，进而形成良性的供需循环化解

产销区的矛盾。 

五、“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背景下优化

我国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 

（一）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

益补偿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

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牢牢

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

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当前，应从大食物

观视角出发，建立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来平衡不

同地区的农业收益，激励当地农民因地制宜从事粮

食生产。 

现有的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主要是政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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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财政补贴、价格支持、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边缘

区域农业比较收益，以提高当地农户种粮的积极性

和竞争力。如图 6 所示，中央政府和主销区地方政

府作为利益补偿主体，主要通过转移支付以及粮食

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对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在现

有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一是直接补贴政策需要与

粮食产量挂钩，价格支持政策需要与种粮成本挂

钩，通过“双挂钩”激发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二是着重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推动农业规模化经

营，包括逐步建立起土地流转监督保障体系[39]、推

出对粮食规模经营的专项补贴、设立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专项支持资金、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持续推动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等。

 
图 6  激发主产区粮食生产内生动力的利益补偿机制 

 

大食物观强调要向生物资源要食物，向动物、

植物、微生物要蛋白[40]。在现有耕地资源约束条件

下，就是要向更好的品种及更好的培育方式要食

物。因此，主销区还应承担起更多的农业科学技术

创新重任，利用自身技术条件优势带动主产区的农

业科学研究，着重抓好种业振兴工作和南方丘陵地

区的农业机械化适应性技术研发。 

另外，大食物观要求把食物来源从耕地资源扩展

到整个国土资源，向森林、草地、海洋等自然资源要

营养，提高农作物的比较收益。为此，应加强对森林

食用菌、食用油等相关森林产品的宣传，可充分利用

我国丰富的森林资源，让更多的“森林热量”走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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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万户[41]。粮食主产区还可以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情

况下，充分利用草地资源，开展畜牧养殖活动。利用

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等进行淡水养殖，将其打造

成能够持续高效供给水产品的“粮仓”。 

（二）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主销区和平衡

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些年，我国粮食

生产明显向主产区集中，这有其合理性，但集中过

度也会带来风险……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

都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

一起扛。”[42]因此，各个区域都应该承担起保障粮

食安全的重任。特别是粮食主销区，其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问题突出，粮食自给率持续走低，

给我国整体的粮食安全带来了隐患。因此，设定粮

食自给底线刻不容缓。 

粮食自给底线是为确保各地区能够满足自身

粮食的基本需求而设定。这一基本需求从品种来

看，就是要确保作为中国传统口粮的稻谷和小麦的

绝对安全；从区域看，由于我国粮食产销区域分工

体系能够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因此粮食自给底

线的设定既要立足于全国市场，又要承认区域分工

这一基本事实，即：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具有

不同的要素禀赋，粮食自给底线的设定也要有所不

同。产销平衡区的基本定位是保障粮食的供需平

衡，因此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底线计算的基础消费

人群应囊括全省的常住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和城镇

人口；而主销区因人口不断集聚以及耕地要素禀赋

相对较差，可以将粮食自给底线计算的基础消费人

群聚焦到农村人口上。 

为确保国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43] ，可以依据上述标准划定

主销区和平衡区各省份的粮食自给底线（图 7）：

粮食主销区各省份重点保障农村常住人口主粮的

口粮用途的自足；粮食产销平衡区则重点保障各省

份常住人口主粮的需求实现自给，由此推断出各省

份达到粮食自给底线所需要的稻谷和小麦产量。在

粮食自给底线设定明确后，各省份则需要准确判断

现有生产水平与要求产量之间的差距，并通过稳定

耕地面积、提高单产产量等途径达到所要求的粮食

自给底线。 

 

图 7  遏制主销区和平衡区耕地“非粮化”趋势的机制 
 

分区域设定粮食自给底线，不仅能够强化粮食

生产红线，还能够更好地推动主销区和平衡区落实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具体而言，国务院对各省份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年度考核时，可

以将是否坚守住了粮食自给底线作为重要的考核

指标，提高地方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对考

核结果为优秀的省份予以嘉奖，而考核不通过的省

份则需要做出书面报告并提出整改举措与时限，以

此压实主销区和平衡区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从总

体上降低我国粮食区域安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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